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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开源创新作为人工智能生态中的关键组织模式,对技术发展与高质量创新具有战略意义。 随着“深度

求索”“千问”等开源大模型全球应用,中国开源组织模式备受关注。 然而,学界对其在国家政策引导下的政策

效果感知机制仍缺乏系统研究。 本文基于全国性问卷调查,分析不同组织模式下开源创新行为与政策感知的关

系。 研究发现:在普遍性政策环境下,层级化程度较低的开源组织政策效果感知显著更强;该关系通过创新成本

中介实现:行为激励成本与产出确权成本具有正向中介效应,表明适度治理投入与清晰成果归属可增强政策感

知;规则协调成本则呈负向中介效应,反映制度摩擦会削弱感知;产出确权成本对资金配置感知影响尤为突出。
结果揭示了不同类型创新成本在政策感知中的异质性作用,表明治理性与协调性成本影响方向相反。 研究基于

中国开源组织实践的经验证据,表明开源治理并非单纯社区自治,而是一种制度嵌入型的混合治理模式,从而为

优化政策设计、组织治理及推动人工智能创新生态发展提供理论与实践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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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pen-source innovation, as a pivotal organizational model in th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 ecosystem, holds
strategic significance for technological advancement and high-quality innovation. With the global adoption of open-source

large AI models such as DeepSeek and Qwen, China’s open-source organizational models have drawn increa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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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national attention. Yet, scholarly understanding of how these organizations perceive the effectiveness of national

open-source innovation policies-and the underlying mechanisms-remains underexplored. Drawing on a nationwide survey

of Chinese open-source organizations, this study examin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organizational modes of open-source

innovation and policy effectiveness perceptions. Findings reveal that, under broadly implemented national policies,

organizations with lower levels of hierarchical structure report significantly stronger policy effectiveness perceptions. This

relationship is mediated by innovation-related costs: behavioral incentive costs and output appropriation costs exhibit

positive mediating effects, indicating that moderate governance investment and clear attribution of outputs enhance policy

perception; in contrast, regulatory coordination costs show a negative mediating effect, reflecting how institutional

friction and coordination burdens diminish perceived policy efficacy. Notably, output appropriation costs exert a

particularly pronounced influence on perceptions of funding allocation. These results uncover the heterogeneous roles of

distinct innovation costs in shaping policy perceptions, highlighting opposing directional effects of governance-oriented

versus coordination-oriented costs. Empirically grounded in China’s open-source practices, the study further

demonstrates that open-source governance is not merely community self-governance but rather an institutionally

embedded hybrid governance model. The findings offer valuable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insights for refining policy

design, optimizing organizational governance, and fostering the development of AI innovation ecosystems.

Key words: open-source organizations; perceived policy effectiveness; innovation costs; governance models; high-

quality development

　 　 在数字经济加速发展的背景下,创新模式正

在从以企业为中心的组织内部创新,向多主体协

同参与的开放式创新转变。 其中,开源创新作为

一种以开放协作、知识共享为核心特征的新型创

新范式,正在成为推动技术进步与产业升级的重

要力量。 无论是在基础软件、人工智能,还是在数

字基础设施等关键领域,开源模式均展现出较强

的资源整合能力与创新扩散效应,逐渐成为国家

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那么,在普遍认为自

由开放式的公地治理是促进开源创新关键机制

的前提下,有组织的开源创新活动已成为全球发

展新主流。 在中国开源创新蓬勃发展的当下,如
何依托政策设计统筹引导开源创新,以此激发灵

感、汇聚智慧、降本增效,实现知识价值、商业价

值、社会价值的溢出,已然成为创新管理与政策

研究的关键问题。
2021 年至今,我国陆续出台多项支持开源生

态建设的政策举措,涵盖资金支持、平台建设与制

度保障等多个方面。 然而,与传统企业创新不同,
开源创新具有参与主体多元、组织边界模糊以及

激励机制非正式等特征,这使得政策作用机制更

加复杂,其效果不仅取决于政策本身,还受到组织

内部治理结构与运行机制的影响。

现有研究多从宏观层面探讨创新政策对技术

进步或产业发展的影响,但对于政策如何在微观

组织层面发挥作用,尤其是在开源组织这一特殊

情境下的作用机制,仍缺乏深入分析。 特别是,在
开源创新过程中,组织往往需要在激励机制设计、
成果归属界定以及多主体协同等方面投入大量制

度性成本,这些成本可能在政策作用过程中扮演

关键的中介角色。 然而,现有文献通常将“成本”
视为单一的负向因素,缺乏对不同类型成本功能

差异的系统分析。
基于此,本文从制度主义视角出发,将开源组

织中的创新成本划分为行为激励成本、产出确权

成本与规则协调成本,重点探讨不同类型成本在

开源创新与政策效果感知之间的中介作用机制。
通过对中国开源组织问卷数据的实证分析,本研

究将回答以下问题:在开源创新情境下,不同类型

的制度性成本如何影响政策效果的实现,其作用

方向是否存在差异;同时,这一机制对于理解政策

如何赋能开源创新模式有何启示。
一、理论背景与研究假设

(一)开源组织模式的演变

开源创新起源于 UNIX 操作系统,历经半个多

世纪,已走过诞生萌芽、自由软件、开源软件和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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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软件 4 个阶段,各阶段主导组织类型差异显著。
中国开源实践始于 21 世纪初,当前 4 种模式在

“时空压缩”下并行共存[1 - 2]。 面对这一复杂现

实,传统开放式公地治理理论面临挑战,亟须回答

以下 3 个新问题:一是实践中存在哪些开源组织模

式,其与公地治理理论的异同;二是有组织开源与

早期自组织模式间的张力是否存在缓释机制;三
是如何解释开源治理机制的内在多样性。

伴随“社区—市场—社会—政府”多元主体并

进的治理结构形成,开源组织模式已从 20 世纪 90
年代以“开源社区 +基金会”为主的单一形态,分化

为 4 类主导模式[3 -4]:基于开源技术社群的自治组

织、非营利性社会组织、市场体系中的企业组织,以
及国家权力体系下的政府科层或政府间协调机制。
前两类侧重产品研发,后两类更聚焦利益协调。

第一,基于开源技术社群的自治组织是由技术

领袖引领、围绕特定项目形成的自组织群体,受社群

规范约束,是开放式公地理论的主要适用对象[5]。
第二,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作为第三方中立机

构,在中国受《慈善法》 《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
规制,在美国则受 501(c)(3)税法约束[6],其功能

包括接受项目捐赠、孵化生态、维护平台与标准、
提供知识产权托管及法律服务等。

第三,市场体系中的企业组织通常以公司部

门形式存在,围绕开源投入进行战略部署,受公司

制度与市场竞争双重约束[7]。
第四,政府科层组织或政府间协调机制由国

家创新战略驱动,依托行政体系或国际准则设立,
旨在协调多元开源主体,整合优势,实现多目标复

杂协同下的创新汇聚[4]。
这 4 类模式共同构成了当代开源创新的组织

图谱,反映出开源活动从技术乌托邦向制度化、多
元化治理体系的深刻转型。

(二)开源创新成本的构成与治理

1. 创新成本的来源

奥地利经济学派将“创新”定义为重新组合原

始生产要素以提高效率、降低成本的经济过程,其
中已蕴含成本内涵[8]。 熊彼特指出,企业由创新

者蜕变为官僚管理者后,偏好稳定而非冒险,导
致系统失去创新动力,引发周期性波动,形成“创
新成本”;其治理方式是通过“创造性破坏”建立

新体系[9] 。 既有研究多聚焦科技创新各环节的

成本收益分析[11 - 12] ,并指出成功组织能克服边

际收益递减,而无法重组要素者则因高昂组织成

本被淘汰。 然而,现有政策效果评估多局限于单

一工具的投入产出,对不同类型组织在创新环节

中的互动、由此产生的摩擦及动态积累的创新成

本关注不足[13] 。
2. 开源创新成本的结构及其治理

开源创新初期多依托松散在线社群,基于黑

客文化、礼物经济等价值共识[13 - 18]。 如 Linus
Torvalds 创建 Linux 被视为“水到渠成”的社群引领

行为,贡献者以兴趣和互惠为动机,而非直接产品

导向[20 - 23]。 此时,活动缺乏正式契约、科层结构

与奖惩机制,依赖分布式协作[24 - 26]。
然而,近年来的研究发现,仅靠自治社群难以

长期维系,成功的开源活动背后存在需揭示的组

织结构与治理机制[17,27 - 32]。 有学者称开源为融合

正式与非正式协调机制的社会试验[18]。 在数字网

络下,它形成了继市场与科层之外的“同侪生产”
(peer production)这一第三种组织模式,其是对前

两者的补充而非替代[19]。 此类具有组织形态的活

动被界定为“开源组织” [33 - 35]。 奥地利经济学派

经济学家维赛尔则于 1889 年即将成本定义为“按
财务产出平均目标效用估价的投入”,强调目标效

用是价值来源[22]。
当前开源组织呈现三大特征:其一,结构兼具

层次与非层次性,核心成员主导技术路线与战

略[23 - 24];其二,主体形式多元,包括代码、社区、法
人乃至国家共同体,实践中多以营利或非营利法

人(如 Linux、Apache 基金会)运作[25];其三,目标

涵盖项目托管、社区运营、平台搭建、标准维护、产
品孵化、法务咨询、人才培训及生态塑造等[25]。

据此,可将开源组织的创新成本解构为 3 个动

态积累阶段,对应组织过程的核心环节(图 1):行为

激励成本、规则协调成本与产出确权成本[36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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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开源组织创新成本的理论框架

　 　 (1)行为激励成本:源于调和个人动机与集体

行为的治理投入,旨在缓解“搭便车”问题。 在缺

乏正式契约下,组织需通过声誉激励、社区治理等

维持参与度[39 - 40]。 低层级化组织(如自组织)依

赖乐趣、声誉等内源动机[20,38],对外部政策信号

(如经费支持带来的认可)更敏感;若政策能降低

动机—行为匹配难度,其政策感知更积极。
(2)规则协调成本:是多主体在制度执行与规

则对接中的摩擦,属交易成本的一种[41]。 信息不

对称、制度差异等会引发协调与谈判成本。 高层

级化组织本为应对复杂协调而设,规则体系庞杂、
内部刚性强;新政策常被视为额外的制度压力,反
而增加其协调负担[42],削弱对政策价值的积极

感知。
(3)产出确权成本:指知识产权界定与收益分

配规则构建中的制度成本。 尽管开源强调开放,
但贡献归属、许可协议等仍需明确,否则抑制合

作[43]。 该成本是降低制度不确定性的必要投入。
低层级化组织常面临确权模糊、商业化路径不清

等问题;普遍性国家政策通过提供合法性背书与

确权渠道,能显著降低其不确定性,从而强化政策

效果感知。
不同开源组织的创新成本来源各异。 Ostrom[43]

的公地管理原则与 Benkler[19] 的同侪生产理论仅

在有明确组织边界时适用。 有组织的开源不同于

早期乌托邦式松散模式,其成本可见、可测、可预

期。 埃格巴尔[44]基于用户与贡献者增长,将项目

分为联邦、俱乐部、体育馆、玩具 4 类,指出中心化

的“体育馆模式”是项目成熟必经阶段。 因此,不
能以静态公共物品理论定义开源组织及其成本。

经济学将创新视为创造性重组要素以增进福

祉的过程[8,45 - 46],而成本是获取收益不得不付的

代价,包括货币、时间、精力等,构成行为基本约

束[47 - 49]。 交易成本理论虽广泛应用,但其基于成

熟市场;开源组织的创新成本则产生于非市场向

市场过渡过程中[37]。 有组织的开源与 90 年代分

散化模式并非对立,而是随创新成本积累而动态

演化的结果。
(三)开源创新的战略意义与政策目标

1. 开源创新的战略意义

近年来,欧美政策界日益关注国家战略引导

下科技创新资金的配置效率[50]。 国家创新战略体

现为制度安排,既包括狭义的产业政策,也涵盖广

义上驱动创新的政策体系,其核心在于对创新资

源的引导与再配置[50 - 52]。 大量研究表明,有效的

产业政策能显著影响技术与产业发展路径,如发

展中国家通过支持本土通信标准推动电信业转

型[53],中国通过补贴和税收工具促进新能源汽车

技术升级与环保目标实现[54 - 55]。
在开源创新领域,国家政策工具及其效果尚不清

晰。 早期研究基于理性人假设和成本收益模型,对政

府支持开源持谨慎态度。 例如,Johnson[56]发现开源

与专有软件的社会福利难以比较;Schmidt 等[57] 指

出开源可能带来动态社会成本;Saint-Paul[59]则认为

鼓励开源会削弱商业利润。 然而,这些研究未充分

考虑开源在人才培养、知识扩散、生态构建及国家战

略层面的长期价值。 近 10 年来,开源在前沿科技中

的作用日益突出,联合国 2020 年“数字合作路线图”
明确其公共品属性,更多学者主张政府应积极支持

开源,尤其对发展中国家而言,这是打破技术垄断、
发展高技术产业的关键机遇[55,60 -61]。

尽管学界存在争议,全球各国已在实践中普

91

战略与决策　 开源组织模式、创新成本与政策效果感知:来自中国开源组织的经验证据



遍采取战略支持模式。 美国早在 2000 年建议联邦

补贴开源以推动高端计算;欧盟自 2001 年起支持

开源开发者并参与标准制定;多国设立专项政策

推广开源软件使用[4,6]。 中国在《“十四五”规划

纲要》中首次从国家战略高度提出支持开源社区

发展,鼓励企业开放源代码、硬件设计与服务。 后

续《“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和《软件和信息

技术服务业发展规划》进一步明确支持自主开源

社区、平台、项目及基金会建设,完善治理规则,汇
聚人才,普及开源文化。

2. 开源创新的政策目标

开源创新依赖大规模分布式协作,其治理机

制需动态适应时空变化,以优化成本、激励投入、
提升效率[33]。 因此,明确治理目标对各类开源组

织至关重要。
在数字经济与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背景下,国

家对开源组织的政策目标已超越技术扩散,更聚

焦于其可持续运行能力[62]。 开源组织常面临商业

模式不成熟、收益分散、变现周期长等结构性挑

战,高度依赖外部制度支持。 国家政策通过制度

认可、资源配置引导和规则接口建设,间接改善其

收入结构与获取能力[4]。 一方面,增强开源成果

的合法性与市场可预期性,降低确权与转化不确

定性;另一方面,政策信号影响政府、企业与资本

对开源价值的判断,引导资源流向[51,54]。 因此,组
织对“经费变化”的感知,实质反映其对政策能否

改善收入条件的综合评估。
若相关政策支持未能有效提升组织对资源获

取的预期,即便文本目标明确,执行效果仍受限。
故从组织运行机制出发,分析不同开源组织对政

策收入效应的差异化感知,有助于理解政策实际

作用路径,并为优化政策工具、提升生态支持效率

提供依据。
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研究假设 1(H1):在普遍性国家开源创新政

策引导下,开源组织的层级化程度越低对政策效

果感知程度越高。
研究假设 2(H2):行为激励成本在开源组织

模式与开源创新政策效果感知之间具有中介

作用。
研究假设 3(H3):规则协调成本在开源组织

模式与政策效果感知之间具有中介作用。
研究假设 4(H4):产出确权成本在开源组织

模式与政策效果感知之间具有中介作用。
二、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

本文依托组织并参与 2023 年中国开源大会的

契机,借助会议汇聚中国主要开源组织及意见领

袖的有利条件,在真实开源实践场景中获取问卷

调研数据。 为确保问卷质量及其对研究问题的回

应能力,提升信度与效度,问卷设计严格遵循科学

规范,具体流程为:①基于对既有文献中核心概念

的梳理及对中国开源实践的田野调研与深度访

谈,于 2023 年 4 月形成《关于中国开源组织模式的

调研问卷》初稿;②2023 年 5 月至 8 月,广泛征求

开源研究人员、技术专家、从业者及公共管理学

者的意见,对题项内容、逻辑结构与理论对齐性

进行多轮修订;③2023 年 9 月至 10 月开展预调

查,邀请 23 位开源组织业务负责人或关键成员

试填,评估问卷质量;④为缓解受访者因隐私顾

虑而修饰答案或拒答的问题,问卷指导语明确说

明了所有题项无对错之分,个人信息与回答倾向

将严格保密,仅用于学术研究。 如附录 A 所示,
问卷通过询问受访者参与开源年限及每日贡献

时长,确认其为活跃参与者,确保样本具有较好

的代表性。
问卷发放时间为 2023 年 10 月 20 日(大会报

到启动)至 10 月 30 日(大会及后续宣传期结束)。
共回收 612 份问卷,对照会议注册人数 891 人、现
场签到 632 人,结合注册组织信息可判断,样本覆

盖了当前中国大多数活跃开源组织。 在问卷回收

后,研究团队通过自设质量控制题项、填写耗时、IP
地址与受访者自述所在地一致性等多维度筛查,
剔除无效问卷,最终获得有效问卷 601 份,有效回

收率达 98. 203% 。
但需指出,本文研究数据来源于中国开源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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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这一特定场域的问卷调查。 与传统企业不同,
开源组织具有高度分散性与边界模糊性,目前尚

无全国性的完整统计框架或抽样框,因而难以实

施概率抽样。 在此约束下,现有研究普遍采用基

于可达样本的非概率抽样方法,虽便于操作,但
易引发样本选择偏差与覆盖偏差,限制总体推断

能力。 从现实角度看,开源组织微观层面数据

(如运行机制、创新行为)普遍存在获取难、共享

难的问题,这在软件工程与开源研究领域已被广

泛讨论,并被视为影响外部效度的关键因素之

一[4,37] 。 因此,依托中国开源大会这一全国性行

业平台获取样本,是在数据可得性限制下的合理

选择。
尽管如此,本文研究数据仍具备一定科学性

与可靠性:一方面,大会汇集了多元类型的开源主

体,结构上具有较广覆盖;另一方面,通过预调查、
多轮修订及严格的质量控制措施,有效提升了数

据一致性与有效性。 然而,局限性亦不可忽视:首
先,样本来自参会群体,属非概率样本,未参会组

织未被覆盖,可能削弱了代表性,限制结论外推;
其次,数据基于受访者自陈,存在同源偏差风险,
即同一信息源测量多个变量,可能人为放大变量

间相关性;最后,受访者对组织整体情况的认知可

能存在信息不全或主观偏差,此为问卷研究的普

遍挑战。
综上,本研究应被界定为在现实数据约束下

的探索性定量分析[63]。 其结果可在样本范围内揭

示变量间的统计关联与潜在机制,但在向更广泛

开源组织总体推广时需保持审慎,外推范围主要

适用于具有类似参与特征与制度环境的开源组织

群体。
基于上述原因,本文的研究设计更适合被界

定为在现实数据约束条件下的探索性定量分

析[63]。 研究结果能够在样本范围内揭示变量之间

的统计关联及其可能机制,但在向更广泛开源组

织总体进行推广时,应保持审慎态度,其外推范围

主要限于具有类似参与特征与制度环境的开源组

织群体。

(二)变量与测度

1. 自变量:开源组织模式

开源组织模式(Org)为定序变量。 在问卷填

答中,询问受访开源组织成员“您如何向大家介绍

自己来自什么开源组织? 请选择一个最常用的选

项”,问卷对每类组织的具体定义展示给受访者。
依据开源组织的层级化程度由低到高,将回答“自
组织型”的 Org 赋值为 1,将回答“集市型”的 Org
赋值为 2,将回答“市场型”的 Org 赋值为 3,将回

答“层级型”的 Org 赋值为 4。 此外,在分组回归

中,将每个类型单独设置为虚拟变量进行统计

检验。
2. 因变量:政策效果感知的程度

政策效果感知的程度(Perception) 为定序变

量。 参考Marshall[64]对政策效果感知的测度方案,
组织对政策的感知程度可被其日常可支配经费的

增减变化所表征。 因此,在问卷填答中,询问受访

开源组织成员“2021 年开源创新被政府纳入‘十四

五’规划至今,您感知到自己所在的开源组织在进

行开源创新活动时,可用经费相比之前什么变

化?”,将回答“有所减少”的 Perception 赋值为 1,
“未有明显变化”的 Perception 赋值为 2,“有所增

加”的 Perception 赋值为 3。 数值越大,代表开源组

织的政策效果感知程度越高。
尽管“政策效果感知”在概念上具有多维属

性,可能涵盖政策方向判断、价值认同以及工具有

效性评估等不同层面,但在本研究所关注的中国

开源创新政策情境下,组织对政策的核心关切集

中体现在其是否能够改善自身的资源获取条件,
尤其是可支配经费与相关支持的变化。 相较于抽

象的政策态度或价值认同,经费变化感知更直接

反映政策对组织运行约束的实际影响,也更贴近

组织层面作出行为调整所依据的关键判断。 因

此,本文选择以“经费变化感知”作为政策效果感

知的操作化指标,并非否认其多维性,而是基于

研究问题聚焦与数据可比性的考虑,提取政策效

果感知中具有决策意义且具有可观测性的核心

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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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自变量和因变量在内的主要变量测

度表。
3. 机制变量:创新成本

本文将开源组织创新过程中的制度性成本划

分为 3 类:行为激励成本(Cost_bhv)、规则协调成

本(Cost_rule)、产出确权成本(Cost_ev)。 3 类成本

均属于组织在制度运行与协同治理过程中所承担

的必要投入,但在功能属性与作用机制上存在显

著差异。
(1)行为激励成本,是指开源组织为激发成员

持续参与、贡献代码或资源而投入的各类激励性

资源与治理成本,包括但不限于社区运营、声誉激

励机制设计、贡献者维护等。 该成本反映组织维

持活跃度与参与度的能力。
(2)规则协调成本,是指开源组织在多主体协

同过程中,为实现规则统一、制度对接与行为协调

所付出的成本,包括跨组织协同、标准对接及治理

规则磨合等方面的投入。 该成本主要体现为制度

运行过程中的协调摩擦。
(3)产出确权成本,是指开源组织在知识产权

界定、贡献记录、成果归属确认等方面所付出的制

度建设成本,主要用于明确创新成果的权责边界,
降低合作过程中的不确定性与潜在纠纷。

本文采用李克特五点量表对上述 3 类成本进

行操作化处理,相关测量指标基于开源社区治理

与组织管理相关研究,并结合预调研结果进行修

订与本土化调整。 其中,行为激励成本主要通过

“组织在激励机制建设上的投入程度” “对核心贡

献者的维护成本” “社区运营与活动投入强度”等
题项进行测量;规则协调成本则通过“跨组织协同

难度”“规则执行一致性成本”“制度协调所需时间

与资源投入”等题项进行衡量,通过信度与效度检

验确保量表的统计可靠性;产出确权成本通过“成
果归属界定的复杂程度”“知识产权管理投入”“贡
献记录与确认机制的完善程度”等指标进行刻画。
如表 1 和表 2 所示,信效度检验结果表明,对上述

3 类创新成本相关变量题项的测度,具有良好的信

度与收敛效度,能够较为稳定地反映相应构念。

基于此,本文将“创新成本”划分为行为激励

成本、产出确权成本与规则协调成本,并不单纯将

其视为“负担性成本”,而是将其理解为制度运行

成本的一种表现形式。 在制度经济学与组织治理

理论中,部分成本具有“治理投入”属性,即其增加

并不必然抑制绩效,反而可能通过改善激励结构

或降低不确定性,间接提升制度效果感知[37]。
具体而言,行为激励成本与产出确权成本具

有明显的“治理性投入”特征:前者反映组织为激

发成员参与所投入的资源,如激励机制设计、社区

维护等,后者则体现为明确知识产权归属、规范贡

献边界所付出的制度建设成本。 这两类成本的增

加,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组织治理能力的增强,有
助于降低机会主义行为、提升参与者预期,从而强

化成员对政策效果的正向感知。
相比之下,规则协调成本主要体现为不同主

体之间在制度执行、规则对接与协同过程中的摩

擦成本,其本质更接近传统意义上的“交易成本”。
该类成本的上升往往反映制度复杂性增加或协调

效率下降,可能削弱政策实施效果,从而对政策效

果感知产生负向影响。 因此,从“治理性成本”与

“摩擦性成本”的区分出发,3 类成本在作用方向上

存在差异,将系统揭示不同类型成本在开源组织

中的异质性作用机制。
表 1　 创新成本量表的信度与收敛效度检验结果

变量
测量
题项

标准化因
子载荷

Cronbach’s
α

组合
信度

平均变异
抽取量

行为激
励成本

4 个
题项

0. 68 ~ 0. 81 0. 832 0. 867 0. 572

规则协
调成本

5 个
题项

0. 71 ~ 0. 85 0. 791 0. 821 0. 538

产出确
权成本

8 个
题项

0. 65 ~ 0. 79 0. 815 0. 854 0. 561

表 2　 区分效度检验结果

　 (AVE 平方根与构念间相关系数)
构念 1 2 3

1. 行为激励成本 0. 756 — —
2. 规则协调成本 0. 132 0. 734 —
3. 产出确权成本 0. 241 0. 187 0. 749

注:对角线加粗数字为各构念 AVE 的平方根。

(三)模型与方法

本文基于调研问卷获取一手截面数据。 自变

量与因变量为定序变量,中介变量为数值型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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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在所有模型中控制个体效应与区域效应。 构建

如下回归模型:式(1)用于检验 H1,式(2)和式(3)
用于检验 H2 至 H4。 其中, ci 为总效应, ai 为自变

量对中介变量的影响, c′i 为直接效应, bi 为中介效

应系数; controls 包含所有控制变量及地区固定效

应, φi 为其对应系数, βi 为常数项, δi 为残差项。
Perception = ciOrg + φicontrols + βi + δi (1)
Cost_i = aiOrg + φicontrols + βi + δi (2)
Perception = c′iOrg + b iCost_i + φ icontrols +

β i + δ i (3)
回归方法上,因被解释变量为三分类有序变

量,且满足“无关方案独立性假定” ( IIA),故采用

基于极大似然估计 (MLE) 的多项 Logistic 回归

(mlogistic) [63,65]。 尽管形式上为有序变量,但不宜

使用有序 Logistic 回归,因其依赖的比例优势假定

在本研究情境中难以成立,即该假定要求解释变

量在不同类别切分点上的影响方向与强度一致。
然而,开源组织对“经费减少到不变”与“不变到增

加”的判断,所依据的认知逻辑与参照基准存在逻

辑性差异,政策感知更接近基于参照点的离散判

断,而非线性递进过程。 例如,“经费增加”意味着

预期收益显著超越既有约束,而“不变”或“减少”
则反映政策未突破原有资源瓶颈,二者机制非对

称,比例优势假定缺乏实质合理性。
因此,本文采用多项 Logistic 回归,允许解释

变量在不同感知类别间产生异质性影响。 为检验

稳健性,亦以有序 Logistic 回归作为替代模型,结
果显示核心变量的符号与显著性保持一致,表明

结论不依赖特定模型设定。
在中介效应检验方面,基于充分理论支撑[66],

采用 Alfons 为 STATA 开发的 Bootstrap 方法进行非

参数中介检验[67] ,通过再抽样对总体分布进行

推断,可缓解中介机制实证中的敏感性问题[82] 。
此外,对所有分组回归进行 Hausman 检验,以评

估数据是否满足多项 Logistic 回归所需的 IIA
假定[68 - 69] 。

(四)描述性统计与诊断

本文的自变量“开源组织模式”分为自组织

型、集市型、市场型与层级型 4 类。 如表 3 所示,在

参与调研的中国主要开源组织中,自组织型占

10. 48% 、集市型占 59. 73% 、市场型占 17. 14% 、层
级型占 12. 65% ,合计超 70% 为自组织型或集市

型,与全球分布基本一致[85]。 如表 4 所示,因变

量、自变量、中介变量及控制变量的中位数、标准

差等统计指标均处于合理范围。 在控制变量设置

上,本文未纳入组织规模、成立年限或资源禀赋等

组织层面变量,主要受限于数据获取可行性。 与

传统企业不同,开源组织高度松散、去中心化,参
与者往往难以准确提供组织正式信息。 若在问卷

中设置此类问题,易导致大量缺失或无效回答,并
可能因涉及敏感信息而降低应答率。 因此,本文

聚焦受访者个人特征与地区效应作为控制变量,
以缓解个体认知差异与宏观制度环境对政策效果

感知的潜在干扰。 此类处理方式在开源组织调查

研究中已被广泛视为稳健且可行。 尽管未直接控

制组织结构性变量,本文已在稳健性检验部分说

明其潜在影响。
表 3　 自变量的样本分布

开源组织模式 频数 占比 / % 累积占比 / %
自组织型 63 10. 48 10. 48
集市型 359 59. 73 70. 22
市场型 103 17. 14 87. 35
层级型 76 12. 65 100
总计 601 100 —

表 4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名
观测
数

均值
中位
数

标准
差

最小
值

最大
值

政策效果感知程度
(Perception) 601 2. 390 2 0. 630 1 3

开源组织模式
(Org) 601 2. 660 3 0. 990 1 4

行为激励成本
(Cost_bhv) 601 5. 500 3 5. 320 0. 630 30

规则协调成本
(Cost_rule) 601 2. 570 2 2. 650 0 17

产出确权成本
(Cost_ev) 601 2. 760 2. 750 0. 580 0. 500 3. 750

受访者性别
(Gender) 601 0. 250 0 0. 440 0 1

受访者年龄
(Age) 601 2. 520 2 0. 960 1 6

受访者教育背景
(Edu) 601 4. 830 5 0. 900 1 6

受访者投入时间
(Hour) 601 1. 750 2 0. 790 1 4

受访者所在省
份经济发展水平

(Province)
601 0. 070 0 0 0. 260 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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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数据分析前,需对问卷质量进行信度与效

度检验[70]。 如表 5 所示,各变量整体 KMO 值为

0. 825,表明题项能较准确、有效地反映变量真实

情况;Bartlett 球形检验显著(Sig = 0. 000),说明变

量间存在相关性,非单位阵,具备良好信效度。 回

归分析前,采用 Pearson 相关分析检验解释变量间

关系[87]。 因变量与自变量相关性显著但低于

80% ,符合既有研究建议标准[71];模型 VIF 值均小

于 2,表明无明显多重共线性,模型构建良好。
表 5　 问卷变量测度的 KMO 检验和 Bartlett 球

形检验结果①

KMO 取样适切性量数 0. 825

Bartlett 球形检验

近似卡方 2 170. 596
自由度 28
显著性 0. 000

表 6　 变量间相关性(皮尔森 -双侧)
分析结果(N =601)②

Org Perception
开源组织模式 (Org) 1　 　 —

政策效果感知程度 (Perception) 0. 074 1

鉴于因变量为多分类有序变量,本文采用多

项 Logistic 回归模型,逐步纳入控制变量进行递进

建模以验证假设。 该模型需满足独立无关选择假

定(IIA),即任意两类结果的相对概率不受其他类

别存在与否影响。 如表 7 所示,IIA 检验原假设 H0

为:任意两个政策效果感知类别间的相对选择概

率不依赖第三类别存在[63,65];“for H0”检验结果未

拒绝原假设,表明数据满足 IIA 条件,采用多项

Logistic 回归具有方法论合理性。
表 7　 自变量与因变量的 IIA 假定检验结果

政策效果感知程度
(Perception)

卡方

(chi2)
自由度
(df) P > chi2

检验

结论③

可用经费有所减少
(Perception = 1) - 0. 038 2 1. 000 for H0

可用经费没有变化
(Perception = 2) - 0. 017 2 1. 000 for H0

可用经费有所增加
(Perception = 3) 13. 507 2 0. 990 for H0

①　Bartlett 球形检验H0: variables are not intercorrelated. ———作者注

②　注:不包括虚拟变量。 取值超过 0. 1 的变量间相关性取值均在 5%的水平上显著。 ———作者注

③　豪斯曼检验H0: Odds(Outcome-J vs Outcome-K) are independent of other alternatives. ———作者注

三、实证结果与分析

在对回归结果进行解释前,有必要对本文实

证分析的性质进行进一步界定。 由于数据来源于

特定会议场景下的问卷调查,且开源组织总体缺

乏可供抽样的完整统计框架,本文的计量分析并

不以严格识别因果效应为目标,而是侧重于揭示

变量之间在样本中的统计关联及其可能的作用机

制。 因此,回归结果应被理解为对理论假设的经

验支持,而非对因果关系的最终检验。
同时,本文因变量“政策效果感知”及中介变

量“创新成本”均基于受访者主观评价构建,其本

质反映的是组织成员对政策与组织运行状态的认

知判断。 这种测量方式有助于捕捉政策在微观层

面的作用机制,但也意味着结果可能受到个体认

知偏差的影响。 因此,相关结论更适用于解释“组
织如何感知政策”,而非政策对组织绩效的客观影

响程度。
此外,由于样本主要来源于中国开源大会参

会群体,研究结果在外推至未参与该类行业活动

的开源组织时可能存在偏差。 尤其是对于规模较

小、参与程度较低或尚未嵌入主流开源生态的组

织,本文结论的解释力可能有限。 因此,本文更适

合作为理解中国开源组织政策响应机制的阶段性

证据。
(一)开源组织模式对政策效果感知的影响

表 8 的模型(1)代入了与受访者个体特征

相关的所有控制变量,模型(2)代入了与开源创

新活动相关的主要控制变量,模型(3)加入所有

控制变量。 指定 “ Perception = 2 ” 为参照方案

(baseoutcome)时,模型(1)的似然比统计量 LR chi2
(12) = 24. 39,Prob > chi2 = 0. 001,表明与仅包含

常数项的模型相比,该参照方案下模型具有更好的

拟合优度。 主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在 1% 的显著性

水平上,给定其他变量,相对 “Perception = 2” (没

有感知到政策变化)这一选项,层级化程度越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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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开源组织在国家普遍性开源政策导向下的政

策效果感知程度越高(所感知到经费增加概率

越高) 。 开源组织的层级化程度每减少 1 个单

位,相对 “Perception = 2” (没有感知到政策变

化)这一选项,其在国家普遍性开源政策导向下

感知到的可用经费增加概率提高 19. 7% (既为

(1 - 0. 803) × 100% )。 例如,自组织型或集市

型开源组织可能比层级型开源组织对普遍性的

国家开源创新政策效果感知程度更高。 更进一

步地,表 9 汇报了在 4 类开源组织模式下的分

组回归情况,模型(4) ~ 模型(6)的回归分析结

果进一步验证,在 5% 的显著性水平上,给定其

他变量,相对 “Perception = 2” (没有感知到政

策变化)这一选项,层级化程度越低的开源组织

比层级化程度越高,开源组织政策效果感知程

度(所感知到的经费变化程度)越高。
表 8　 开源组织模式对政策效果感知程度影响的

回归结果

变量

因变量:政策效果感知程度 (Perception)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Perception = 1
相关
系数

相对
风险比

相关
系数

相对
风险比

相关
系数

相对
风险比

Org -0. 161
(0. 166)

0. 852
(0. 141)

- 0. 138
(0. 162)

0. 872
(0. 141)

- 0. 163
(0. 166)

0. 849
(0. 141)

Gender -1. 051∗∗

(0. 500)
0. 350∗∗

(0. 175)
— — -1. 043∗∗

(0. 502)
0. 352∗∗

(0. 177)

Age -0. 213
(0. 191)

0. 808
(0. 154) — — -0. 214

(0. 191)
0. 808

(0. 154)

Edu 0. 271
(0. 204)

1. 311
(0. 267) — — 0. 271

(0. 206)
1. 311

(0. 270)

Hour — — 0. 089
(0. 205)

1. 093
(0. 224)

0. 123
(0. 207)

1. 130
(0. 234)

Province_
FE — — -0. 408

(0. 636)
0. 665

(0. 423)
- 0. 182
(0. 645)

0. 834
(0. 538)

constant -1. 923∗∗

(0. 962)
0. 146∗∗

(0. 141)
-1. 496∗∗

(0. 589)
0. 224∗∗

(0. 132)
-2. 110∗∗

(1. 073)
0. 121∗∗

(0. 130)

变量

Perception = 2 (base outcome)
Perception = 3

相关
系数

相对
风险比

相关
系数

相对
风险比

相关
系数

相对
风险比

Org -0. 216∗∗∗

(0. 089)
0. 805∗∗∗

(0. 072)
-0. 209∗∗∗

(0. 0881)
0. 812∗∗∗

(0. 071)
-0. 219∗∗∗

(0. 090)
0. 803∗∗∗

(0. 072)

Gender 0. 177
(0. 198)

1. 194
(0. 237) — — 0. 200

(0. 201)
1. 221

(0. 245)

Age -0. 091
(0. 099)

0. 913
(0. 091) — — -0. 0927

(0. 100)
0. 911

(0. 091)

Edu 0. 0372
(0. 105)

1. 038
(0. 109) — — 0. 0359

(0. 108)
1. 037

(0. 111)

Hour — — 0. 246∗∗

(0. 110)
1. 279∗∗

(0. 141)
0. 243∗∗

(0. 111)
1. 275∗∗

(0. 142)
Province_

FE — — -0. 445
(0. 331)

0. 641
(0. 212)

- 0. 490
(0. 337)

0. 613
(0. 207)

constant 0. 631
(0. 500)

1. 879
(0. 940)

0. 211
(0. 321)

1. 235
(0. 396)

0. 256
(0. 565)

1. 292
(0. 731)

N 601 601 601
pseudo R2 0. 151 0. 122 0. 220
注:Robust standard errors in parentheses;∗ p <0. 1, ∗∗p <0. 05, ∗∗∗p <
0. 01。 下同。

表 9　 开源组织模式对政策效果感知程度影响的

分组回归结果

变量

因变量:政策效果感知程度 (Perception)
模型(4) 模型(5) 模型(6)

Perception = 1
相关
系数

相对
风险比

相关
系数

相对
风险比

相关
系数

相对
风险比

Org
(主效应)

- 0. 203
(0. 165)

0. 816
(0. 134)

- 0. 153
(0. 167)

0. 858
(0. 143)

- 0. 170
(0. 166)

0. 844
(0. 140)

自组织型
0. 313

(0. 419)
1. 368

(0. 573)
0. 257

(0. 419)
1. 294

(0. 542)
0. 304

(0. 418)
1. 355

(0. 566)

集市型
0. 296

(0. 508)
1. 345

(0. 683)
0. 377

(0. 504)
1. 458

(0. 736)
0. 376

(0. 504)
1. 456

(0. 735)

市场型
-0. 023
(0. 362)

0. 978
(0. 353)

- 0. 184
(0. 342)

0. 832
(0. 284)

- 0. 200
(0. 342)

0. 818
(0. 279)

层级型
-0. 529
(0. 473)

0. 589
(0. 279)

- 0. 238
(0. 449)

0. 789
(0. 354)

- 0. 257
(0. 448)
(0. 259)

0. 773
(0. 347)
(0. 279)

Gender -0. 997∗∗

(0. 504)
0. 369∗∗

(0. 186)
-1. 101∗∗

(0. 505)
0. 332∗∗

(0. 168)
-1. 047∗∗

(0. 503)
0. 351∗∗

(0. 176)

Age -0. 295
(0. 199)

0. 744
(0. 148)

- 0. 197
(0. 192)

0. 821
(0. 157)

- 0. 219
(0. 192)

0. 804
(0. 154)

Edu 0. 297
(0. 208)

1. 345
(0. 279)

0. 266
(0. 207)

1. 305
(0. 269)

0. 275
(0. 208)

1. 316
(0. 273)

Hour -0. 0232
(0. 223)

0. 977
(0. 218)

0. 134
(0. 208)

1. 144
(0. 237)

0. 118
(0. 209)

1. 125
(0. 235)

Province_FE -0. 192
(0. 650)

0. 825
(0. 536)

- 0. 165
(0. 646)

0. 848
(0. 548)

- 0. 188
(0. 645)

0. 829
(0. 535)

constant -2. 031∗

(1. 080)
0. 131∗

(0. 142)
- 1. 987∗

(1. 081)
0. 137∗

(0. 148)
- 2. 285∗

(1. 248)
0. 102∗

(0. 127)

变量

Perception = 2 (base outcome)
Perception = 3

相关
系数

相对
风险比

相关
系数

相对
风险比

相关
系数

相对
风险比

Org
(主效应)

-0. 243∗∗∗

(0. 092)
0. 784∗∗∗

(0. 072)
-0. 203∗∗∗

(0. 091)
0. 817∗∗∗

(0. 074)
-0. 229∗∗∗

(0. 091)
0. 796∗∗∗

(0. 072)

自组织型
0. 574∗∗

(0. 225)
1. 775∗∗

(0. 399)
0. 516∗∗

(0. 226)
1. 676∗∗

(0. 378)
0. 581∗∗

(0. 226)
1. 787∗∗

(0. 404)
社会

集市型
-0. 400∗∗

(0. 194)
0. 671∗∗

(0. 129)
-0. 422∗∗

(0. 188)
0. 656∗∗

(0. 123)
-0. 436∗∗

(0. 188)
0. 647∗∗

(0. 121)

市场型
0. 210

(0. 286)
1. 234

(0. 353)
0. 239

(0. 287)
1. 269

(0. 364)
0. 227

(0. 287)
1. 255

(0. 359)

政府层
级型

-0. 213
(0. 244)

0. 808
(0. 197)

- 0. 066
(0. 231)

0. 936
(0. 216)

- 0. 108
(0. 231)
(0. 156)

0. 898
(0. 207)
(0. 254)

Gender 0. 228
(0. 202)

1. 246
(0. 253)

0. 112
(0. 204)

1. 119
(0. 228)

0. 217
(0. 202)

1. 242
(0. 251)

Age -0. 128
(0. 103)

0. 880
(0. 090)

- 0. 067
(0. 101)

0. 936
(0. 095)

- 0. 096
(0. 101)

0. 909
(0. 912)

Edu 0. 047
(0. 108)

1. 048
(0. 113)

0. 029
(0. 109)

1. 029
(0. 112)

0. 031
(0. 108)

1. 042
(0. 112)

Hour 0. 177
(0. 118)

1. 193
(0. 140)

0. 258∗∗

(0. 112)
1. 294∗∗

(0. 145)
0. 199∗

(0. 112)
1. 220∗

(0. 137)
Province_

FE
-0. 499
(0. 339)

0. 607
(0. 206)

- 0. 457
(0. 339)

0. 633
(0. 215)

- 0. 497
(0. 339)

0. 609
(0. 206)

constant 0. 291
(0. 567)

1. 337
(0. 758)

0. 432
(0. 573)

1. 541
(0. 883)

- 0. 965
(0. 691)

0. 381
(0. 264)

N 601 601 601

pseudo R2 0. 270 0. 301 0. 320

(二)创新成本的机制作用

为检验创新成本在因变量与自变量关系成立

前提下所起到的中介作用,须先检验自变量(开源

组织模式)对中介变量(创新成本)的影响。 本文

先进行了豪斯曼检验(Hausman Test)来考察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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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定和数据分布符合使用多项 Logistic 回归的 IIA
假定,表明可以进行多项 Logistic 回归分析[72]。 表

10 呈现式(2)的回归结果,其中模型(7)表明,在
1%的显著性水平上,给定其他变量,开源组织模

式与行为激励成本之间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模

型(8)表明,在 1% 的显著性水平上,给定其他变

量,开源组织模式与规则协调成本之间有显著的

正相关关系。 模型(9)表明,在 5% 的显著性水平

上,给定其他变量,开源组织模式与产出确权成本

之间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更进一步地,开源组织模式(Org)对三类创新

过程成本的回归系数均为显著正值,结合变量编

码方式,Org 值越大表示组织层级化程度越高,这
意味着:组织层级化程度越高,其在行为激励、规
则协调与产出确权 3 个环节中所面临的创新过程

成本均显著上升。 这反映出在开源创新这一高度

依赖协作与自愿参与的情境下,层级结构在激励

配置、规则适配与成果界定方面会引入更多协调

与管理成本。
表 10　 开源组织模式对创新成本的回归分析结果

变量
模型(7):
Cost_bhv

模型(8):
Cost_rule

模型(9):
Cost_ev

Org 0. 283∗∗∗

(0. 083)
0. 171∗∗∗

(0. 075)
0. 040∗∗

(0. 075)

Gender - 0. 396∗∗

(0. 170)
- 0. 632∗∗∗

(0. 174)
- 0. 170∗∗

(0. 159)

Age 0. 715∗∗∗

(0. 095)
0. 035

(0. 098)
0. 303∗∗∗

(0. 096)

Edu 0. 032∗∗∗

(0. 009)
0. 019∗∗

(0. 009)
- 0. 006
(0. 009)

Hour 0. 011
(0. 089)

- 0. 065
(0. 097)

0. 050
(0. 099)

Province_FE 0. 207
(0. 245)

0. 285
(0. 272)

- 0. 074
(0. 247)

N 601 601 601
pseudo R2 0. 190 0. 100 0. 040

基于此,本研究考察中介变量对因变量的作用,
我们先用豪斯曼检验考察模型设定和数据分布是否

符合使用多项 Logistic 回归的假设条件“无关方案

独立性假定”(IIA 假定),表明 3 类创新成本与因变

量之间的关系满足 IIA 假定,即去掉某个方案不影

响对其他方案的一致估计,表明可以进行多项

Logistic 回归分析。 表 11 呈现式(3)的回归结果。
指定 “Perception = 2” 为参照方案(baseoutcome)

时,模型(10)的统计量 LR chi2(14) = 29. 73,Prob >
chi2 = 0. 001;模型(11)的统计量 LR chi2 (14) =
33. 31,Prob > chi2 = 0. 002;模型(12)的统计量 LR
chi2(14) = 34. 93,Prob > chi2 = 0. 001。 上述分析

表明与仅包含常数项的模型相比,模型(1) ~ 模型

(3)拟合优度更好。 接着,基于 10 000 次重复的

Bootstrap 方法[90 - 91],当 Perception = 3 时,模型

(10)、模型(11)和模型(12)的行为激励成本(b =
0. 008; CI [0. 004; 0. 061]; p < 0. 01)、规则协调

成本(b = - 0. 012; CI [ - 0. 124; - 0. 019]; p <
0. 01) 和产出确权成本 ( b = 0. 017; CI [0. 123;
0. 691]; p < 0. 01)分别对主回归中解释变量和被

解释变量之间关系具有显著的间接效应。
模型(10)的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在 5%的显著

性水平上,给定其他变量,相对于 “Perception =
2”, 行为激励成本(Cost_bhv)每增加 1 个单位,相
应模式下开源组织的政策效果感知程度有所提

高,体现为 “可用经费有所增加” 的概率上升

3. 3% 。 此时,开源组织的层级化程度取值每减少

1 个单位,相应开源组织模式中政策效果感知程度

提高程度较大,体现为“可用经费有所增加”概率

上升 21. 6% 。
模型(11)的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在 1%的显著

性水平上,给定其他变量,相对于 “Perception =
2”, 规则协调成本(Cost_rule)每增加 1 个单位,相
应模式下开源组织的政策效果感知程度有所下

降,体现为 “可用经费有所增加” 的概率下降

9. 5% 。 此时,开源组织的层级化程度取值每减少

1 个单位,相应开源组织模式中政策效果感知程度

会有所提高,体现为 “可用经费有所增加”概率上

升 18. 3% 。
模型(12)的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在 1%的显著

性水平上,给定其他变量,相对于 “Perception =
2”,产出确权成本(Cost_ev)每增加 1 个单位,相
应模式下开源组织的政策效果感知程度会有大

幅度提高,体现为“可用经费有所增加”的概率

上升 62. 8% 。 此时,开源组织的层级化程度取

值每减少 1 个单位,“可用经费有所增加”概率

上升 20.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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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创新成本对政策效果感知的中介作用

变量

因变量:政策效果感知程度 (Perception)
模型(10) 模型(11) 模型(12)

Perception = 1
相关
系数

相对
风险比

相关
系数

相对
风险比

相关
系数

相对
风险比

Org -0. 203
(0. 165)

0. 816
(0. 134)

- 0. 153
(0. 167)

0. 858
(0. 143)

- 0. 170
(0. 166)

0. 844
(0. 140)

Cost_bhv 0. 062∗∗

(0. 030)
1. 063∗∗

(0. 032)
— — — —

Cost_rule — — -0. 066
(0. 062)

0. 936
(0. 058) — —

Cost_ev — — — — 0. 073
(0. 259)

1. 076
(0. 279)

Gender -0. 997∗∗

(0. 504)
0. 369∗∗

(0. 186)
-1. 101∗∗

(0. 505)
0. 332∗∗

(0. 168)
-1. 047∗∗

(0. 503)
0. 351∗∗

(0. 176)

Age -0. 295
(0. 199)

0. 744
(0. 148)

- 0. 197
(0. 192)

0. 821
(0. 157)

- 0. 219
(0. 192)

0. 804
(0. 154)

Edu 0. 297
(0. 208)

1. 345
(0. 279)

0. 266
(0. 207)

1. 305
(0. 269)

0. 275
(0. 208)

1. 316
(0. 273)

Hour -0. 0232
(0. 223)

0. 977
(0. 218)

0. 134
(0. 208)

1. 144
(0. 237)

0. 118
(0. 209)

1. 125
(0. 235)

Province_FE -0. 192
(0. 650)

0. 825
(0. 536)

- 0. 165
(0. 646)

0. 848
(0. 548)

- 0. 188
(0. 645)

0. 829
(0. 535)

constant -2. 031∗

(1. 080)
0. 131∗

(0. 142)
- 1. 987∗

(1. 081)
0. 137∗

(0. 148)
- 2. 285∗

(1. 248)
0. 102∗

(0. 127)

变量

Perception = 2 (base outcome)
Perception = 3

相关
系数

相对
风险比

相关
系数

相对
风险比

相关
系数

相对
风险比

Org -0. 243∗∗∗

(0. 092)
0. 784∗∗∗

(0. 072)
-0. 203∗∗∗

(0. 091)
0. 817∗∗∗

(0. 074)
-0. 229∗∗∗

(0. 091)
0. 796∗∗∗

(0. 072)

Cost_bhv 0. 032∗∗

(0. 019)
1. 033∗∗

(0. 019)
— — — —

Cost_rule — — -0. 100∗∗∗

(0. 034)
0. 905∗∗∗

(0. 031)
—

Cost_ev — — — — 0. 488∗∗∗

(0. 156)
1. 628∗∗∗

(0. 254)

Gender 0. 228
(0. 202)

1. 246
(0. 253)

0. 112
(0. 204)

1. 119
(0. 228)

0. 217
(0. 202)

1. 242
(0. 251)

Age -0. 128
(0. 103)

0. 880
(0. 090)

- 0. 067
(0. 101)

0. 936
(0. 095)

- 0. 096
(0. 101)

0. 909
(0. 912)

Edu 0. 047
(0. 108)

1. 048
(0. 113)

0. 029
(0. 109)

1. 029
(0. 112)

0. 031
(0. 108)

1. 042
(0. 112)

Hour 0. 177
(0. 118)

1. 193
(0. 140)

0. 258∗∗

(0. 112)
1. 294∗∗

(0. 145)
0. 199∗

(0. 112)
1. 220∗

(0. 137)
Province_

FE
-0. 499
(0. 339)

0. 607
(0. 206)

- 0. 457
(0. 339)

0. 633
(0. 215)

- 0. 497
(0. 339)

0. 609
(0. 206)

constant 0. 291
(0. 567)

1. 337
(0. 758)

0. 432
(0. 573)

1. 541
(0. 883)

- 0. 965
(0. 691)

0. 381
(0. 264)

N 601 601 601
pseudo R2 0. 271 0. 310 0. 327

回归结果显示,行为激励成本与产出确权成

本在开源创新与政策效果感知之间发挥显著正向

中介作用,而规则协调成本则表现为显著负向中

介作用。 该结果表面上与“成本应抑制绩效”的一

般认知存在差异,但结合开源组织的运行特征,可
以得到更为合理的解释。

首先,行为激励成本的提高,本质上反映了组

织在激励机制、社区治理与参与者维护方面的持

续投入。 这种投入有助于增强成员参与意愿与组

织凝聚力,从而放大政策支持在微观层面的感知

效果。 因此,其正向中介效应实质上体现的是激

励投入带来的强化机制,而非传统意义上的成本

负担。
其次,产出确权成本的增加,意味着组织在知

识产权界定、贡献记录与成果归属方面建立了更

加清晰的制度安排。 在开源创新情境下,明确的

权责界定能够降低合作不确定性,增强参与者对

收益分配公平性的预期,从而提升政策效果感知。
因此,该变量的正向中介作用反映的是制度清晰

化引发的正向政策溢出效应。
然而,相比之下,规则协调成本的上升往往意

味着开源组织内外的规则对接与执行过程存在较

高摩擦,其结果是降低协同效率并削弱政策执行

效果,从而表现为显著负向中介效应。 这一结果

与交易成本理论的基本预期是一致的。
基于此,实证结果表明,不同类型创新成本在

作用方向上的差异本质上源于其在组织运行中所

承担的不同功能属性,行为激励成本与产出确权

成本作为治理性成本,与规则协调成本作为摩擦

性成本,使得 3 类成本在对政策感知的作用方向上

存在差异,揭示了不同类型创新成本在开源组织

中的异质性作用机制。
(三)稳健性分析

为进一步检验实证结果的稳健性并回应替代

解释,本文开展多项补充分析。 首先,针对“行为

激励成本”与“产出确权成本”呈现正向中介效应

可能源于“高绩效组织更愿投入”的反向因果问

题,采用有序 Logistic 回归重新估计核心模型。 因

变量“政策效果感知”具有有序属性,该方法可验

证结论是否依赖于多项 Logistic 模型设定。 同时,
控制组织规模、成立年限及资源获取能力等变量

以缓解基础条件差异影响。 核心变量的方向与显

著性与基准模型一致,表明结论非由模型选择驱

动。 其次,为应对问卷数据潜在的同源偏差,通过

匿名调查、预调研、题项随机排列及 Hausman 检验

等多重程序进行控制。 检验显示单一因子未解释

大部分方差,说明同源偏差影响在可接受范围内。
再次,从替代解释角度看,“成本正向作用”可能

并非成本本身的效应,而是制度完善程度的代理

变量,即高成本反映更完善的治理机制。 对此,
研究将其理论界定为“治理性投入”,并区分“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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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成本”与“协调性成本”,与实证中“规则协

调成本”呈负向作用形成逻辑对照,增强机制内

部一致性。 最后,鉴于样本来自特定会议场景,
结论更适用于高参与度、高组织化程度的开源主

体,对边缘或低参与组织的适用性尚待检验。 综

上,在控制干扰因素并纳入替代解释后,主要结

论依然成立,显示研究具有一定稳健性,但若要

外推则仍需结合多源数据进一步验证。
四、理论贡献

随着“深度求索” “千问”等开源 AI 大模型产

生全球影响,中国开源创新组织模式日益受到关

注。 本文基于大规模问卷调查发现:在国家普遍

性开源创新政策引导下,层级化程度越低的开源

组织,对政策效果的感知越强。 组织模式通过创

新成本影响政策感知:行为激励成本与产出确权

成本具有显著正向中介效应,且后者对组织感知

“更丰厚资金配置”的作用更强;而规则协调成本

则呈现显著负向中介效应。 研究回应了 2021 年以

来国家政策背景下开源组织模式如何影响政策效

果感知的问题,证实低层级化组织感知效果更优,
并初步揭示了创新成本在其中的作用机制。 中国

经验证据表明,西方所强调的“自治社区型”开源

治理应被重新理解为一种制度嵌入型的混合治理

模式。
(一)对开源治理理论的补充

本文将“政策”纳入开源治理核心分析框架。
既有西方研究多基于市场经济与弱政府干预背

景,聚焦社区自治、声誉激励、许可制度及企业参

与等机制[5,26],视政府为外生制度环境,而非直接

影响治理的关键变量。 本文基于中国情境发现,
在国家将开源纳入数字治理与科技战略核心的条

件下,公共政策已深度嵌入开源组织治理过程,不
仅通过资源配置,更通过塑造组织预期、合法性认

知与创新成本结构发挥作用[73]。 这从经验上拓展

了以“社区—市场”二分为主的西方理论,将国家

角色及其政策引导纳入开源治理的制度逻辑,增
强了理论对多元制度环境的解释力。

(二)对国家治理理论的修正

本研究挑战了西方治理理论中“低层级治理

排斥国家介入”的隐含假设[27,41,49]。 传统制度经

济学认为,去中心化与高度自治是开源高效运作

的前提,政府介入易损害创新活力[15],此观点在自

愿参与、私法秩序主导的环境中成立[33]。 然而,中
国证据显示,在发展型国家与强政策嵌入的数字

治理情境下,低层级化的自组织型或集市型开源

组织并未因政策介入而削弱自治,反而表现出更

强的政策感知能力。 关键在于,政策主要通过降

低行为激励成本与产出确权成本发挥作用,而非

施加行政控制。 这表明,在特定制度条件下,国家

政策可与低层级治理形成互补而非冲突。 由此,
本文修正了将国家与去中心化治理对立的预设,
发现政府效应取决于指导性或强制性的政策类型

设置,以及成本缓解或行政干预的作用机制安排。
(三)对新制度主义理论外推边界的拓展

本研究推动开源治理从传统社区范式转向制

度嵌入型范式。 经典理论多基于法治健全、市场

主导、政策中性的制度背景[43,45],而中国实践表

明,在政府积极参与数字生态构建的条件下[74,75],
开源治理逻辑因创新成本差异而呈现显著制度嵌

入性。 此时,治理不仅是社区规则与市场机制的

结果,更是组织模式、成本结构与政策信号共同塑

造的动态过程。 本文提出的“组织模式—创新成

本—政策效果感知”分析框架,是对这一混合治理

逻辑的理论化尝试,为理解非西方情境下的开源

治理提供了可推广工具。 综上,西方理论中关于

国家与低层级治理关系的若干隐含假设,需在发

展型国家与数字治理背景下加以修正,开源治理

应被视为制度嵌入型的混合模式,而非纯粹的社

区自治机制。
五、结语

当今世界,开源作为依托开放协作与资源共

享的新型组织范式,已成为国家创新体系的关键

力量[7 6]。 本文证实,在普遍性政策环境下,低层

级化开源组织表现出更强的政策感知能力,创新

成本在其中起关键中介作用———行为激励成本与

产出确权成本正向强化感知,规则协调成本则抑

制感知。 曾被视为“边缘”创新主体的开源组织,
其政策感知可通过创新成本有效传导,凸显其在

82

中国软科学 2026 年第 4 期



国家科技战略中的重要地位,尤其在大模型等人

工智能前沿领域影响力日益增强。
本文研究进一步发现,不同开源组织模式在

政策效果感知上的差异,并非源于政策强度本身,
而在于政策工具与组织运行机制的匹配程度。 层

级化程度较低的组织,其政策感知主要通过降低

行为激励成本与产出确权成本得以强化。 这类组

织依赖自愿参与与松散协作,对制度信号的边际

变化高度敏感。 因此,针对低层级组织,政策应避

免高强度、强约束干预,而宜采用 “轻触式” 工

具[7 7],如制度认可、开放接口支持、示范项目入选

及非排他性资源对接等,释放稳定可预期的正向

信号。 此类工具不改变内部结构,却能显著改善

其对创新收益可持续性的预期,从而在不增加协

调负担的前提下提升政策感知。
相比之下,高层级开源组织的政策感知受规

则协调成本显著抑制。 当政策需嵌入既有科层结

构时,新增的内部协调与制度调整成本往往削弱

其积极评价。 因此,对此类组织,政策优化重点不

在加大激励或资源投入,而在于降低规则冲突与

协调成本。 具体可简化政策结构、减少重复性制

度要求、增强政策条款与现有治理规则的兼容性,
并通过授权试点、规则豁免或弹性执行空间,为其

在不改变基本治理结构的前提下吸收政策目标提

供操作余地。 因此,开源政策有效性不在于一刀

切的普遍工具,而在于契合不同组织模式的运行

逻辑:对低层级组织,轻触式的政策通过改善收益

预期与确权环境即可奏效;对高层级组织,降低规

则协调成本比增强政策强度更为关键。 这为中国

推动开源政策从统一供给转向差异化实施提供了

实证依据与实践方向。
上述发现不仅从“开源组织—创新成本—政

策效果感知”视角揭示了政策在数字创新生态中

的传导机制,也为中国通过组织模式创新推动高

质量发展提供理论支撑与实践路径。 未来研究将

深入比较不同组织模式下的开源案例,进一步挖

掘创新成本的作用机制,尤其聚焦源自中国且具

全球影响力的新型开源组织,开展更细致的案例

分析与行为数据追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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